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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文章在总结已有赡养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CGSS2006 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赡养行为

的现状,并从代际交换、孝道文化和结构制约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城乡居民赡养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

究表明,代际间保持了较为紧密的互动,并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代际间的资源交换逐渐倾向于父

母。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父母近期的生活照料、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孝道观念和居住距离显著影

响子女的赡养行为,子代赡养行为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工。 概言之,子女赡养行为主要受到

合作型或交换型动力、文化型导向力和结构型阻力等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
关键词:代际交换;孝道文化;结构制约;赡养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2郾 82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7465(2016)01-0144-12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老龄化进程正在持续推进。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82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4 . 91% ,1990、2000、2010 年分别增加到 5 . 57% 、6. 96% 和 8 . 87% ,依次增长 13 . 44% 、24. 96%
和 27 . 44% 。 今后几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将继续,这将成为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 而在当

下社会尤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仍然十分匮乏,对于老年人来说,来自家庭尤其是子女的非正

式支持仍是其最主要依靠。 然而,诸多研究发现,当下社会普遍存在亲代对子代有极大付出;子
代却提供越来越少的赡养、照料和慰藉;甚至出现了部分不敬、不养或者有养无敬、有养无爱的

现象 [1] 。 学者们将这种代际倾斜现象形象地称为 “啃老冶 “逆反哺冶 [2] 或者比喻为 “恩往下

流冶 [3] 和“眼泪往下流冶 [4] 。 因此,在子代赡养父母行为滑坡,而其又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背景下

研究这一问题显得极为必要。
关于子代赡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主要包括如下因素:子女及其父母的个

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和健康状况等) ;家庭结构 [5-6] 、居住安排 [7] 和家庭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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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8] ;情感亲密度 [9-10] 和父母的支持 [11-12] ;家庭价值观 [13-15] 和社区情理 [16-17] 等。 不同影响因

素背后有不同的理论起点和解释机制。 研究者虽然考察了诸多影响因素且也试图解释其背后

的复杂机制,但欠缺比较不同因素对赡养行为的影响差异,尤其是将影响因素及其相应的理论

起点结合后进行比较研究。
基于相关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将影响子代赡养行为的因素梳理为以下三个主要维

度:代际交换维度(如父母的近期支持、婚姻和住房支持等) 、孝道文化维度(如孝道观念、城乡

差异等)和结构制约维度(如居住安排、子女性别和数量等) 。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这三个

维度只是包含了子代赡养行为影响因素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全部,除这三个维度和一些常见控制

变量外,还有如家庭权力 [12] 、家庭资源禀赋 [18] 等诸多影响子代赡养行为的因素。 同时,这三个

维度的提出主要是与相应的理论视角或者说是研究路径相呼应,这将在下一节中详细阐述。 其

二,结构在社会学中是一个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往往与“个人能动性冶相对立,指对人有制约的

外部因素。 而本研究则只选取家庭结构这一制约维度,这是因为其他社会结构的改变往往会通

过改变家庭结构来起作用,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通过改变家庭子女数量而影响子代的

赡养行为。 同时,本研究将结构制约操作化为居住距离以及性别和有无兄弟的组合这三组变

量,前者从空间意义上决定了子女为父母提供支持的便利程度,后者则反映了家庭内部成员间

赡养父代的分工、替代情况。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中国子女赡养父母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代际关系与社会行为理论中汲取资源。 描

述和解释代际关系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交换理论 [19] 和代沟理论。 前者

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折射出“理性经济人冶 “供求法则冶的经济学研究基础;而后者源自文化人

类学,强调代际间价值观、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为代表。 社会行为理论

可谓汗牛充栋,但基本囿于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冶和传统社会学的“结构约制冶之间。 子代

赡养行为既是代际关系的一个方面,也是社会行为的范畴,综合来看,相关研究路径基本沿用了

交换路径、文化路径和结构路径。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评述既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研究假设。
(一)代际交换

在斯密和行为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社会学中成熟的交换论方法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

现,并在此之后一直以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而存在。 早期成熟的交换理论以霍曼斯的行

为主义交换理论和布劳的结构主义交换理论为代表,之后又发展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埃
默森的交换网络理论等,交换理论体系得以逐渐建构和完善 [20] 。 按照交换理论的解释框架,家
庭内部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换关系,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道德义务、情
感需求还是契约维护,代际资源的流动和分配都表现为一种经济上、劳务上或者精神上的双向

支持与互换 [21] 。 而子代赡养行为可以视为子女对父母早年养育之恩及之后广泛支持帮助的一

种报答和回馈,是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资源交换行为。
诸多研究表明,伴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并没有出现家庭功能的相应衰落,成年子女与父母

之间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等方面依然保持了密切互动 [6,13,22] 。 从表面上看,这种

代际间资源的双向流动是一种等价交换。 但对老年人而言,他们恰恰都是在最缺乏回报能力的

时候最需要子女的帮助,因而等价交换即通过即时服务以换取子女的帮助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

是不可行的。 因而,如何保证子女长久履行赡养父母这一不成文的“协约冶成了问题的关键。
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有研究指出老年父母通过在不同生命阶段尽可能协助子女,以建立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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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坚固的感情联系,增强家庭的团结以换得当下及未来的赡养支持 [11,23] 。 从成年子女的动机

出发,他们则希望通过赡养父母的行为对自己的孩子产生示范效应,父母如果期望将来从自己

子女处获得支持,就要为子女做出榜样,支持帮助自己的老年父母 [24-26] 。 也有研究者将代际间

的资源交换解释为一种“利他主义冶的交换或者“一般性互惠原则冶支配下的交换等,而这些解

释的有效性都依赖于引入道德、情感、义务等约束条件。 总之,不管基于怎样的动机,父母给予

子女的“投资冶都或多或少取得了“回报冶 。 有实证研究表明,在父母投资子女的诸变量中,父母

在近期给予子女的帮助是最重要的促进子女养老可能性的因素 [11] 。 基于上文讨论,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1 . 1:父母给予子女越多的近期经济支持,子女会相应给予父母更多的支持。
假设 1 . 2:父母给予子女越多的近期生活照料,子女会相应给予父母更多的支持。
假设 1 . 3:父母给予子女越多的近期情感支持,子女会相应给予父母更多的支持。
(二)孝道文化

交换路径下的子代赡养行为逻辑更多与西方一整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经济条件密切联

系,移植到具有独特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是否仍有足够的解释力一直存在于学者们的争论中。
潘光旦、费孝通等曾经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探讨过家庭和养老问题,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文化

主义路径,这为质疑前述交换路径下子代赡养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重要

的理论资源。
在文化的解释路径中最为关键的解释因素是观念 [27] 。 潘光旦在论述中西文化差异时,指

出中国家庭关系不是西方社会的权利义务观,而是“出乎情感之自然流露冶 [28] 。 延续潘光旦的

研究路径,费孝通提出中国的亲子关系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接力模式冶的“反馈模式冶 ,即“甲代

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冶 ,而反馈模式背后的文化基础则是包

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文化 [29] 。 围绕着儒家文化,传统中国的国家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

和家庭私有财产制等一系列因素都构成了维护反馈模式有效运行的社会基础。 就文化而言,通
常以两种方式制约行为:一是通过社区成员达成共识,形成外在的舆论压力,二是通过社会化将

共同的价值观内化为行动指向 [15,30] 。 一般认为,处于经济发展较快、人际隔离和陌生化程度相

对较高社区的个体,传统的社会规范和舆论监督对其家庭生活的约束力相对较弱,与农村相比,
城市社区往往被认为更具有前述特征。 同时,家庭价值观念越传统的个体,越可能产生较强的

代际间的义务感,其对父代的支持动力会越大,在行动上就会表现出更积极的赡养行为。 基于

上文的讨论,本文将文化主义视角下的规范机制操作化为以下两个命题:
假设 2 . 1:对孝道观念认同度越高,子女越经常给予父母各项支持。
假设 2 . 2:与城市样本相比,农村子女更经常给予父母各项支持。
谈到文化主义视角,不能忽略现代化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跨文化意义

上对家庭变迁最有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 [31] 。 该理论的核心是传统的延续和现代化的变迁,
基于传统的延续已提出前述的假设。 而一般认为现代化的变迁会引起经济发展和空间流动性

的增强以及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和孝敬父母观念的淡化。 有关现代化及城市化的跨文化实证研

究也证明,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则该地区家庭中老人与子女间的感情疏远程度越高,老
人得到子女帮助的机会越低,子女与老人间的居住距离越远 [32-33] 。 中国政策意义上的东中西

部地区的划分在现实中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或者现代化程度的差异。 一般,东部指最早

实行沿海开放政策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中部则指经济次发达地区;而西部则指经济欠

发达的西部地区。 基于上文的讨论,本文将现代化理论操作化为以下命题:
假设 2 . 3:与东部地区样本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子代更经常给予父母各项支持。
(三)结构制约

文化路径将观念的变化作为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结构路径则将诸多关于家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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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的思想作为一种衍生物,将结构安排作为家庭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 [27] 。 从结构视角研

究养老问题并不是一种理论流派,它更多来源于人口学、社会学中关于赡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

究。 研究者认为社会与结构因素的限制以及所能提供的资源影响养老问题,计划生育、人口流

动、家庭结构变化等致使家庭养老面临养老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继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 [34-36] 。 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居住模式、外出务工、生育率、子女养老行为的示范作用,子女

数量等因素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其中,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生育率等因素在一定意义上都

是通过影响家庭结构而对子女养老产生影响。 综合来看,居住安排和家庭结构构成了结构路径

研究者的解释子代赡养行为的主要落脚点。 居住安排决定了子女为父母提供支持的便利程度;
而家庭结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为父母提供支持的子女数量和可能性,以及家庭内部各成员间

的分工、替代情况。
居住安排包括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两方面。 有研究发现,代际同住有助于提高赡养的可能

性,随着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子代的赡养可能性减小 [7] 。 但也有研究指出居住安排对于赡养

行为具体内容的影响存在差异,居住安排并不影响子代给予的经济支持;但会影响子代给予父

母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即与子女同住的父母代际居住距离越近,子代越经常给予关心和照

料 [22] 。 居住安排对子代赡养行为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居住距离远近通过其便利性影响子

女给予父母的日常照料;二是居住距离远近影响代际间日常互动,继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代际

情感再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 因此,居住安排对子代赡养行为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

响。 因为居住距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代际间是否同住(居住模式) ,因此本研究出于简洁的

考虑只选择了居住距离作为测量指标。 于是,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 . 1: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近的子女给予父母越多的各项支持。
家庭结构主要涉及到子代孩子的数量及性别构成。 就子代数量而言,有研究表明,老人获

得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会随着子女数量增多而增加 [5-6] ,但这并不意味着子女的赡养行为会

根据兄弟姐妹数量而调整。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孩子的数量,改变了家庭结构,这可能

会加重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但父母也可能因此减少抚养子代的付出,从而为自己积累更多的

养老资源,反而减轻了子女负担 [1] 。 同时,父母增加了对单个子女的投资,父母的投资有效地提

高了子女赡养父母的几率 [11] ,这可视为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效应。 就子代性别而言,研究表

明儿子依然扮演着比女儿更重要的角色,只有在父母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才会更多地担负

赡养父母的责任 [22,37-38] 。 同时,伴随社会的转型,女儿越来越多地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0] ,但女儿和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存在一定的性别分工:儿子更经常给予父母

经济支持,女儿则主要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22] 。 基于已有研究的启发,笔者将性别变量和

受访者有无兄弟变量进行组合得到男性、女性有兄弟和女性无兄弟三组变量,一般男性承担主

要的赡养责任;女性在没有兄弟的情况下则成了男性的替代者;女性在没有兄弟的情况下将承

担更多的责任。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 2:相比于男性,女性给予父母较少的支持;有兄弟的女性给予父母更少的支持。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资料来源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6) ,该项调查由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 通过标准 PPS 抽样方法,对全国 28 个省、
市、自治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10151 个,另从上述样本中又选取了 3028 个样本

进行“家庭问卷冶调查。 结合本研究主题,笔者将样本界定为非学生且其父母至少有一方仍然

在世的家庭卷样本 ,共获得 1994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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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摇 经济支持

摇

受访者 2005 年为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完全没有 = 1;

很少 = 2;有时 = 3;摇 经常 / 很经常 = 4

2 . 735

摇

0 . 029

摇

摇 生活照料

摇

受访者 2005 年为其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频度:完全没有 = 1;

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很经常 = 4

2 . 719

摇

0 . 030

摇

摇 情感支持

摇

受访者 2005 年为其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完全没有 = 1;

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很经常 = 4

2 . 815

摇

0 . 026

摇

解释变量

摇 代际交换变量

摇 摇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

摇

受访者父母 2005 年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完全没有 = 1;

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4;很经常 = 5

1 . 899

摇

0 . 031

摇
摇 摇 父母近期的生活照顾

摇

受访者父母 2005 年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的频度:完全没有 = 1;

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4;很经常 = 5

2 . 385

摇

0 . 038

摇
摇 摇 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

摇

受访者父母 2005 年为其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完全没有 = 1;

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4;很经常 = 5

2 . 526

摇

0 . 031

摇
摇 孝道文化变量

摇 摇 孝道观念

摇

对四组关于“养亲冶 “敬亲冶 “荣亲冶 “顺亲冶的态度得分求和

后取均值: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取值 1 ~ 7

5 . 357

摇

0 . 021

摇
摇 摇 样本类型 样本所在地:农村 = 1;城市 = 0 0 . 540 0 . 014

摇 摇 地理分区

摇 摇 摇 东部

摇 摇 摇 中部

摇 摇 摇 西部

摇

东部地区 = 1;其他 = 0

中部地区 = 1;其他 = 0

西部地区 = 1;其他 = 0

0 . 374

0 . 404

0 . 221

摇

0 . 008

0 . 008

0 . 008

摇 结构制约变量

摇 摇 居住距离

摇

摇

取父母双方住处离受访者较近:同住 = 0;隔壁 / 同栋楼 / 同邻巷 = 1;

走路 15 分钟内 = 2;车程 30 分钟内 = 3;车程 30 分钟 ~ 1 小时以内 =

4;车程 1 小时 ~ 3 小时以内 = 5;车程 3 小时以上 = 6

2 . 302 0 . 055

摇 摇 性别角色分工

摇 摇 摇 男性 男性 = 1;其他 = 0 0 . 480 0 . 015
摇 摇 摇 女性有兄弟 女性有兄弟 = 1;其他 = 0 0 . 426 0 . 014
摇 摇 摇 女性无兄弟 女性无兄弟 = 1;其他 = 0 0 . 093 0 . 008
摇 控制变量

摇 摇 年龄 受访者年龄:周岁 36 . 9 0 . 318

摇 摇 受教育程度

摇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扫盲班 = 0;小学 = 6;初中 = 9;职业高中 / 普通高

中 / 技校 = 12;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 研究生及以上 = 15

8 . 916

摇

0 . 102

摇

摇 摇 年收入的对数值 受访者 2005 年的个人全年总收入的对数值 7 . 929 0 . 073

摇 摇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 同居 = 1;未婚 / 分居 / 离婚 / 丧偶 = 0 0 . 857 0 . 010

摇 摇 社会经济地位 受访者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

摇 摇 摇 下层 下层 = 1;其他 = 0 0 . 387 0 . 014

摇 摇 摇 中下层 中下层 = 1;其他 = 0 0 . 299 0 . 013

摇 摇 摇 中层及以上 中层及以上 = 1;其他 = 0 0 . 314 0 . 013

摇 摇 父母健康状况

摇

选取父母健康状况较差者:很好 = 1;好 = 2;一般 = 3;不好 = 4;

很不好 = 5
2 . 607 0 . 031

摇 摇 兄弟姐妹数 受访者仍然在世的兄弟姐妹数(不包括自己) 2 . 843 0 . 051

摇 摇 子女数 受访者子女数 1 . 408 0 . 030

摇 摇 注:1 . 孝道观念测量的四组问题分别是“赡养父母使他们更为舒服冶 “无论如何,在家中父亲的权威都应该受到尊重冶 “子

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冶和“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冶 ;这四个指标内部相关性 琢 = 0 . 556;受访者

2015 年个人平均总收入是 8572 元,其中城市 12313 元,农村是 5422 元。 2 . 数据依据抽样概率进行过加权。

841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6 卷



本文将子女赡养行为界定为成年子女对自己父母所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

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将之作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 。 解释变量(自变量)包括代际交换变量、
孝道文化变量、结构制约变量和控制变量四部分。 代际交换变量选择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生
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孝道文化变量选择孝道观念、样本类型和样本所在地理分区;结构制约变量

选择居住距离和性别角色分工;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对数值、婚姻状况、社会

经济地位、父母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和子女数。 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详见

表 1。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采用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各个自变量和控

制变量的影响。 我们使用以下公式作为分析模型:

Log P(Yk臆m)
P(Yk>m

æ

è
ç

ö

ø
÷

) = 茁0 -移
n

j= 1
茁 jx ij (1)

上式中,k = 1、2、3,分别代表子女支持的 3 种类型( “1冶表示“经济支持冶 ,“2冶表示“生活照

料冶 ,“3冶表示“情感慰藉冶 ) ;“m冶代表被解释变量的赋值(1、2、3、4 分别代表“完全没有冶 “很

少冶 “有时冶 “经常 /很经常冶 ) 。 式中,茁0 为常数项;茁 j 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影

响被解释变量的方向和程度。 当 茁 j>0 时,exp( -茁 j) <1,Yk >m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当 茁 j <0 时,
exp( -茁 j) >1,Yk臆m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四、结果与分析

(一)代际间相互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表 2 给出了代际间相互支持的统计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都给予父

母一定的支持,接近或者超过 60% 的受访者汇报自己给予父母在经济、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三

个方面“有时冶 “经常冶及以上的帮助频度。 而就父母提供的近期帮助而言,其明显少于成年子

女给予父母的各方面帮助,如 13 . 9% 的受访者报告了过去一年自己从未给予父母经济方面的

帮助,而报告父母过去一年从未给予自己帮助的受访者高达 50 . 2% 。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父母

给予子女各项支持的数据是来自于子女的回答,因而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报告者个人主观感受的

影响,但它至少能够从总体上说明父母子女间的支持是相互的并且较为频繁,并不存在父母向

子女的单方面倾斜,而是符合传统规范所预期的子女向父母倾斜。
表 2摇 代际间相互支持的统计分布

频度
经济支持(% ) 生活照料(% ) 情感支持(% )

子女圯父母 父母圯子女 子女圯父母 父母圯子女 子女圯父母 父母圯子女

完全没有 13 . 87 50 . 19 13 . 03 33 . 36 7 . 26 19 . 83

很少 23 . 04 20 . 73 28 . 12 23 . 82 27 . 79 28 . 57

有时 38 . 82 19 . 68 32 . 81 20 . 1 41 . 13 33 . 48

经常 19 . 97 7 . 75 21 . 48 16 . 36 20 . 43 15 . 36

很经常 4 . 3 1 . 65 4 . 56 6 . 36 3 . 39 2 . 76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注:数据依据抽样概率进行过加权。

摇 摇 图 1 和图 2淤 分别给出了受访者与父母间相互支持频度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综合来看,在
25 岁左右之前,父母给予子女的各项支持频度多于或等于子女给予父母的各项支持频度。 而

到了 25 岁左右之后,子女给予父母的支持频度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频度。 具体来看,从子

941

第 1 期 韦宏耀,钟涨宝:代际交换、孝道文化与结构制约: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证分析

淤 图 1 和图 2 都是用 stata 中 lowess 命令进行局部加权平滑处理得到。 带宽设定为 0 . 4,以保证在得到平滑曲线的同时,
该曲线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受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各方面帮助频度的平滑值。



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频度(图 1)来看,可以发现两个比较明显的节点,分别是 30 岁左右和 55
岁左右。 在 30 岁和 55 岁之间,受访者赡养行为的发生频度持增长趋势,而在 33 岁之前和 55
岁之后则略有不同。 在 30 岁之前,受访者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频度呈下降趋势,这
可能是缘于这一年龄段的受访者逐渐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而将精力主要投向了自己的小

家庭。 而这一时期来自受访者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呈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缘于受访者自身

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其成年父母的收入日益下降所致。 年龄大于 55 岁的受访者往往因为自身体

力和精力的下降,其对父母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渐渐显得力不从心而降低了这些方面的

帮助频度;这一时期的经济支持频度的增高可能是因为这一年龄段受访者在世的父母皆处于高

龄阶段,其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而这一刚性需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很多时候只能由其

子女满足。 而从父母给予子女各项支持频度来看,从 18 岁到 70 岁(分别是样本采集的最小和

最大年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图 1摇 受访者给予父母各项支持频度随年龄的变化
摇

图 2摇 受访者父母给予子女各项支持频度随年龄的变化

(二)子女支持和代际交换、孝道文化、结构制约的定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给出了子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的回归估计淤。 由于预测模型中因变量的排序从小到大

(1 ~ 4)表明子女给予父母帮助的频率从“完全没有冶到“经常 /很经常冶的升序变化,因此回归系

数越大,则表明受访者越可能给予父母更多的相应支持。
检视代际交换变量对受访者赡养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代际交换变量显著影响子女的赡

养行为。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琢 = 0. 05) 、生活照料(琢 = 0. 001)和情感支持频度( 琢 = 0. 05)显

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父母近期的生活照顾( 琢 = 0. 001)和情感支持频度( 琢 =
0. 001)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照顾频度,但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对子女给予父母

生活照顾频度的影响不显著;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频度( 琢 = 0. 001)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

情感支持频度,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顾频度( 琢 = 0. 1)对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

频度影响不显著。 这些结果较为有力的证明了交换路径的合理性,假设 1 . 1、1 . 2、1 . 3 基本都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 需要说明的有如下几点:第一,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对子女给予父母的

经济支持呈现负向影响,这与假设 1 . 1 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如果父母能够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
说明其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因而并不强烈需求子女的经济支持。 子女可以通过给予父母生活照

顾、情感支持等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回报父母的经济支持,而这与交换路径所强调的“互惠互利冶
原则并不冲突,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父母子女间的交换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冶 。 第二,父母

近期的经济支持对子女给予父母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影响不显著,这可以解释为子女相对于

父母来说,一般拥有经济资源优势,而无时间等资源的优势,因而父母即使提供较多的经济支

持,作为经济资源较为优厚而时间资源较为缺乏的子女来说并不能为父母提供更多需要消耗时

间资源的生活照顾支持和情感支持。 可见子女与父母间的“金钱换劳动冶现象只存在于子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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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为简洁起见,文中并未给出依次加入各组自变量的嵌套模型的估计结果。



金钱换得父母的劳动支持,而父母的金钱换不来子女的劳动支持。 情感支持也有相似现象。
表 3摇 子女对父母赡养行为发生机制的定序 Logistic 模型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情感支持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 -0 . 197* 0 . 078 0 . 120 0 . 073 -0 . 098 0 . 069

父母近期的生活照顾 0 . 265*** 0 . 076 0 . 286*** 0 . 079 -0 . 137* 0 . 073

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 0 . 176* 0 . 078 0 . 318*** 0 . 077 1 . 329*** 0 . 094

孝道观念 0 . 171* 0 . 078 0 . 040 0 . 076 0 . 196* 0 . 077

农村样本 -0 . 014 0 . 139 0 . 338* 0 . 136 -0 . 070 0 . 134

地理分区:东部(参照组) [0 . 139] [0 . 148] [0 . 044] [0 . 156] [0 . 024] [0 . 165]

摇 中部 -0 . 307* 0 . 131 0 . 042 0 . 124 0 . 087 0 . 124

摇 西部 -0 . 168 0 . 146 0 . 086 0 . 157 0 . 109 0 . 171

居住距离 -0 . 000 0 . 032 -0 . 219*** 0 . 034 -0 . 172*** 0 . 032

性别角色分工:男性(参照组) (0 . 443*** ) (0 . 121) ( -0 . 249* ) (0 . 121) ( -0 . 151) (0 . 128)

摇 女性有兄弟 -0 . 450*** 0 . 123 0 . 199 0 . 132 0 . 136 0 . 142

摇 女性无兄弟 -0 . 415 0 . 232 0 . 433* 0 . 209 0 . 205 0 . 202

年龄 0 . 021** 0 . 007 0 . 0355*** 0 . 007 0 . 019** 0 . 007

教育 0 . 058** 0 . 021 0 . 030 0 . 023 0 . 050* 0 . 025

年收入的对数值 0 . 066** 0 . 024 0 . 022 0 . 023 0 . 001 0 . 021

婚姻状况 0 . 581** 0 . 186 0 . 207 0 . 191 0 . 318* 0 . 189

社会经济地位:下层(参照组)

摇 中下层 0 . 202 0 . 135 0 . 059 0 . 133 0 . 176 0 . 141

摇 中层及以上 0 . 356* 0 . 147 -0 . 031 0 . 144 0 . 274* 0 . 144

父母健康情况 -0 . 130* 0 . 052 0 . 102* 0 . 056 0 . 096* 0 . 057

兄弟姐妹数 0 . 070* 0 . 039 -0 . 002 0 . 039 0 . 039 0 . 041

子女数 0 . 032 0 . 073 -0 . 068 0 . 075 -0 . 016 0 . 075

cut1 1 . 912** 0 . 649 1 . 620* 0 . 651 2 . 275*** 0 . 641

cut2 3 . 313*** 0 . 648 3 . 356*** 0 . 665 4 . 659*** 0 . 640

cut3 5 . 185*** 0 . 653 4 . 989*** 0 . 678 7 . 085*** 0 . 664

样本量 1994 1994 1994

摇 摇 注:1 . 数据进行过加权处理。 2 . p<0 . 1;*p<0 . 05;**p<0 . 01;***p<0 . 001 (双尾检验) 。 3 . 方括号内数字为以中

部为参照组,西部地区的估计值;圆括号内数字为性别二分变量中以女性为参照组,男性的估计值。

就孝道文化相关的变量而言,对孝道观念的认同度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 琢 =
0. 05)和情感支持频度(琢 = 0. 05) ,而对生活照料频度的影响不显著;样本类型(城市 /农村)显

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频度( 琢 = 0. 05) ,而对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影响不显著;地
理分区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 琢 = 0. 05) ,而对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影响不显

著。 假设 2 . 1、2 . 2 和 2 . 3 部分得到验证。 有如下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样本类型对赡养行为的

影响表现为:相对于城市样本,农村样本给予父母更经常的生活照料支持。 但此处推论孝道的

社区压力假设需要特别慎重,因为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人际隔离和陌生化程度

等方面的社区差异,就养老而言还存在诸多的制度性差异。 比如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更完善

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充足的养老基础设施,绝大部分城市人都能在年老时拥有一份不错的养老

保险收益,这些制度性差异都导致了农村老人不论在经济上的需求,还是日常生活上的照料帮

扶,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子女或者其他家人。 第二,地理分区变量对赡养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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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受访者可能给予父母更少的经济支持,这与我们的假设 2 . 3 不一致,
这可能与东部地区更为发达的经济条件有关。 但有意思的是经济条件更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相

比于东部地区的受访者给予父母更少的经济支持的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而这说明经济条件并不

能完全解释这一统计结果。 贺雪峰的一项质性研究对这一结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在对全国

多个省份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存在华南农村(福建:东部)和川西平原(四川:西部)这

样代际平衡地区以及华北农村(山西:中部)和荆门、英山(湖北:中部)这样代际失衡地区,后者

地区的子女反馈父母的支持更少 [3] 。 贺雪峰认为这既与不同地区传统文化、地理位置、经济发

展状况等区域性特征有关,又与现代性因素冲击下不同地区农村因其内部结构的差异而导致的

反应不同有关。 这虽然与经济支持的统计结果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但赡养行为或代际支持还包

括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地理分区对二者没有显著影响。 因而,关于地

理分区对赡养行为的影响及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检视结构变量对受访者赡养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居住距离显著影响子代给予父母的生

活照料(琢 = 0. 001)和情感支持频度(琢 = 0. 001) ,而对经济支持频度的影响不显著;性别角色分

工变量显著影响子代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琢 = 0. 001)和生活照料频度(琢 = 0. 05) ,而对情感支

持频度的影响不显著。 具体表现为: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近的受访者越经常给予父母生活照料和

情感支持,而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不受影响。 结合性别与有无兄弟姐妹变量来看,首先,性别是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对父母的赡养方面,子女间似乎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儿子比女儿更经常

给予父母经济支持,而女儿则比儿子更经常给予父母生活照料方面的支持,这与谢桂华(2009)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谢桂华的研究中女儿比儿子也更经常给予父母情感支持,而在笔者的研究

中这一项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谢桂华的研究剔除了父母年龄小于 60 岁的样本。 当进一步把

女性划分为“有兄弟的女性冶和“没有兄弟的女性冶之后,我们发现:从经济支持的角度来看,相
对于男性,女性有兄弟的样本会更少给予父母经济支持( 琢 = 0. 001) ,而女性无兄弟的样本无显

著差异。 可见,没有兄弟的女性替代了儿子的角色,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责任。 而在生活照料领

域,这一趋势进一步增强,没有兄弟的女性会比男性给予父母更经常的生活照料( 琢 = 0. 05) ,而
女性有兄弟与男性间无显著差异。 在情感支持领域,女性有兄弟或者无兄弟与男性相比都无显

著性差异。 假设 3 . 2 基本得到验证。
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对子代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 琢 = 0. 01) 、生活照料( 琢 = 0. 001)和情

感支持频度(琢 = 0. 01)都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其给予父母

的经济支持(琢 = 0. 01)和情感支持( 琢 = 0. 05) ,但对生活照料影响不显著。 受访者的年收入水

平对其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 琢 = 0. 001)有显著影响,而对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频度没有

显著影响。 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子代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 琢 = 0. 01) ,而对生活照料和情感

支持(琢 = 0. 1)频度的影响不显著,表现为相对于非在婚(未婚 /分居 /离婚 /丧偶)的样本,在婚

(已婚有配偶 /同居)的样本给予父母更经常的经济支持。 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给予父母

的经济支持频度(琢 = 0. 05) ,而对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频度( 琢 = 0. 1)没有显著影响,表现

为相对于自我评价社会经济地位为下层的样本,选择中层及以上的样本更经常地给予父母经济

支持。 父母的健康情况显著影响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 琢 = 0. 05) ,而对生活照料和情

感支持(琢 = 0. 1)没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子女给予身体不健康的父母更少的经济支持。 这有些

出乎研究者的意料,可能是因为子女提供给父母的赡养支持并不完全依赖父母的需求,他很大

程度上是个体的行为。 父母健康状况较差时,相对来说,其与子女间的可交换资源会更少,两者

间的交流也会随之减少,继而子女对其的各方面支持也随之相应减少。 样本的兄弟姐妹数和子

女数对于其给予父母各项支持频度的影响皆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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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总结国内已有赡养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CGSS2006 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赡养

行为现状。 并从代际交换、孝道文化和结构制约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城乡居民赡养行为的影响机

制。 研究表明,代际间保持了较为紧密的互动,并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代际间的资源交换逐渐

倾向于父母。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父母近期的生活照料、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孝道观念和居

住距离显著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子代赡养行为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工。 对此,可以做

如下的进一步讨论。
首先,代际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合作型关系,这种合作型关系主要体现在代际间的工具性交

换(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中。 子女和父母间保持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并且会随着家庭生命周

期变化而变化。 随着父母的年迈,逐渐失去自立能力时,会日益呈现出子女指向父母的支持倾

斜(见图 1 和 2) 。 同时,回归结果表明(见表 3)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能换来子女

更多的工具性支持,尤其是父母的近期生活照料支持能更有效地换来子女的经济支持。 因为相

对来说,子代拥有经济优势,而父母拥有闲暇优势,二者优势的互换实现了互补。 但回归结果同

时表明父母近期的工具性支持并不能换来子女的情感支持,可见工具性交换逻辑并不适用于子

代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 唐岚的研究表明,子代从代际关系中获得了经济和劳务资源的较大满

足,而亲代希望从代际关系中获得情感的满足却存在缺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父母通过

给予子女工具性支持而期望获得子女情感性回报的“徒劳冶 [39] 。 其次,孝道观念影响子代赡养

行为,但社区压力假设和现代化程度假设值得商榷。 孝道文化变量中孝道观念对子代给予父母

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其次则只有样本类型影响子代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
但如前所述,这种社区效应并不能排除制度性差异的影响;而地理分区对经济支持的影响与现

代化理论推导的假设相反。 这可能与我们选择城乡和地理分区作为文化的间接测量指标不足

有关,但孝道观念对赡养行为的显著影响与 Yeh 等人对华人社区的研究相一致 [40] ,但与刘汶蓉

对孝道文化在子代赡养行为中作用的观点存在差异 [15] 。 最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压力转嫁于

家庭,造成诸多子女赡养父母的“有心无力冶 。 居住距离显著影响子代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支

持和情感支持;性别角色分工变量显著影响子代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支持;同时,诸
多如年龄、年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控制变量对子女给予父母的各项支持有显著影响。 这些变

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压力转嫁于家庭中的结果。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拉大

了亲代与子代的居住距离,子女难以在身边侍奉父母。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降低了子女

供养父母的能力,青年人的购房、婚姻压力、幼儿照顾压力等很大程度上转嫁给了父母,削减了

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的实际利益所得,成了被剥夺者。 同时,30 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

催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也许在经济支持上子女的质量可以代替数量,但在生活照料和情

感支持上则是不可替代的。
概言之,子女赡养行为受到三股力量的作用:一是合作型或交换型动力,指成年子女与父母

间相互合作、相互帮助以尽可能实现家庭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在互助合作中,双方都可以获益

并会进一步增进二者的感情纽带。 二是文化型导向力,孝道文化有效形塑了子女的观念和行为

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团结。 三是结构型阻力,这是社会转型施加在年轻人身上的重担,
它会使年轻人在照顾关心年迈父母上显得有心无力。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结构型阻力只是社会

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它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完成而走向衰弱。 在具体情境下,这三股力量共

同作用于成年子女,决定着成年子女赡养行为的变动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本文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定序 Logistic 模型背后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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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等比例发生比假设,即在每个次序类别的结果之间,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发生比影响是对等的,
而在现实中,这个假设通常不会成立。 第二,变量测量方法和数据的局限。 本研究使用的是已

有公共数据,虽然这类公共数据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很好的保证,但因为该问卷的设计并不是围

绕本研究的主题,而是在笔者有了研究思路和框架之后从问卷中找寻可以支撑本研究论点的材

料,所以难免有诸多不理想甚至缺少的重要变量。 同时,子代赡养行为是一个反映跨越两代人

生命周期的支持行为,而本研究只是横截面调查数据,难以反映这种动态的过程。 这一系列的

不足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致谢: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项目。 该调查由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和边燕杰教授。 作者感谢上述

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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